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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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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交际有效性假说的框架之下考察和对比听话人为初级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时说话人的指称

选用策略。使用无字绘本《青蛙，你在哪儿》作为引导自然语料的文本材料，实验一考察汉语教师面向初级汉语

学习者的 22 位被试的自然引出语料，实验二考察面向汉语母语者的 24 位被试的自然引出语料。首先使用多元方

差分析考察听话人为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对外汉语教师组和听话人为汉语母语者的汉语母语者组在指称选用方面

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接着使用两个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来考察说话人面对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时指称选

用策略的冗余性程度，从而验证交际有效性假说。分析显示代词使用的显著效应，说话者在听话者语言能力高的

情况下使用更多代词，降低使用冗余性指称。通过以上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模型的分析，认为说话人面对语言能力

较低的听话人倾向于更多使用冗余性的指称形式并不是话语调整结果，而是基于交际有效性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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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aker’s referential choice with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ers and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is investigated by 

comparing participants’ descriptions of the “frog story” picture book. The description data are elicited from 22 speakers 

with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ers and 24 speakers with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Firstly,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used to tes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eakers with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ers and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Then, two mixed-effect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listener’s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redundancy in speakers’ referential choice. The analysis shows the effect of pronoun that 

speakers with high language proficiency use more pronouns and decrease redundancy.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ideas 

that speakers increasing redundancy when talking to less proficient language learners is the requirement of 

communicative efficiency, other than discours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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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交际有效性假说（Communicative Efficiency 

Hypothesis, [1, 2]），语言使用受交际有效性原则支配。

说话人会依据实际情况平衡最小化产出努力和最大化

理解度之间的关系，会在可预测时尽量减少努力而使

用更少的语言材料[3, 4]。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说话人

的产出通常遵循可预测元素越多，语言材料越可能减

少或者省略的原则[3-5]。 

交际有效性假说并不意味着说话人总是避免产生

冗余，当增加的冗余性可以帮助避免交际失败时，这

种冗余有利于有效交际。在某些情况和语境下意义很

难预测时，说话人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语言材料[3, 6]。

说话人会关注听话人的知识和一般语言特征，并据此

调整他们的言语产出[7-9]。关于听话人理解难度和说

话人冗余性关系的一些研究[8, 10, 11]发现，听话人的

特征会对说话人的产出选择产生影响，听话人对语言

的掌握程度和理解难度会影响说话人产出的冗余性程

度。儿童相对于成人而言语言掌握能力较低，这方面

研究更多集中在儿童语言语音领域的研究[2, 12, 13]，

比如成人对婴儿说话时会增加语言材料，会减少可预

测词语的语音持续时间。最近还有研究结果发现随着

婴儿长大说话人的冗余性也在减少[14]T。这些结论都

支持以上听话人语言能力会影响说话人产出冗余性的

结论。语言学习者相对于母语者而言语言能力也比较

低，说话人面对语言学习者是否会调整话语冗余性方

面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不多，主要发现包括面对语言学

习者说话人语速更慢[15]，使用更多简单句子和重复

[16, 17]等等。 

指称选用因其对交际有效性的敏感性，适合用来

考察语言冗余性。代词相对于名词形式而言指称性不

明确具有模糊性，并且形式上要比名词形式短小，也

更容易产出[18-20]。从交际有效性角度看，代词相对

于名词形式而言使用更少的语言材料传递类似信息，

具有较低的冗余性。代词相比较而言就较少用来指称

预测度较低的实体，当理解有难度时会倾向于更少地

使用代词[21]。因此，说话人在面对语言能力不高的

听话人时会更多使用冗余性高的名词指称形式。有关

说话人面对语言学习者时指称选用的研究不多，其中

Loy et al. (2020) [11]发现相对于母语者，说话人在和

非母语者交谈时会产出更多的名词形式。Tal et al. 

(2023) [22] 考察了英语听话人为儿童、成人二语学

习者和成人母语者时说话人的指称选用策略不同。他

们发现说话人面对儿童和语言学习者会增加名词形

式的使用，说话人的指称选用和听话人的语言能力具

有直接关联。 

然而相反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一些研究认为说话

人的代词产出不受指称对象可预测性的影响，而是主

要受指称对象的话语话题身份影响[23-25]。例如 Rohde 

& Kehler (2014) [23]发现，当指称对象话题化时，代词

化的比例增加了；而当指称对象更容易被再次提及从

而具有更高预测性时，代词化的比例并没有增加。还

有一些研究认为说话人的代词产出不受听话人影响，

例如 Arnold & Griffin (2007) [26]发现，代词产出主要

对说话人压力敏感，当话语中包含多个指称对象时，

即使语境中代词的使用对听话人而言没有模糊性，说

话人也倾向于产出更少的代词。Fukumura & Van 

Gompel (2012) [27]发现当指称对象之前已经提及时，

无论听话人是否听到这一之前提及，说话人都更多使

用代词，这表明指称选择依赖于说话人自己的知识而

不是听话人的知识。 

当前关于指称选用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本研究

将在交际有效性假说的框架之下考察和对比听话人为

初级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时说话人的指称选用策

略，通过实验考察说话人面对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

者时指称选用策略的冗余性程度来验证交际有效性假

说的正确性。 

2 实验方法 

2.1 参与者 

实验一的参与者为 22 位母语为汉语的对外汉语教

师和实习教师被试及 6 位 HSK 等级为 3 级及以下的初

级汉语学习者。实验一的 22 位被试均为女性，年龄从

23 到 47 岁（平均年龄 35 岁）。均为在校对外汉语教

师和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实习教师。 

实验二的参与者为 26 位母语为汉语的被试。其中

22 位女性，4 位男性，年龄从 18 到 35 岁（平均年龄

26 岁）。均为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 

2.2 实验步骤 

本研究使用被广泛使用于语言学研究的无字绘本

《青蛙，你在哪儿（Frog, where are you?）》[28]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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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自然语料的文本材料。 

实验一考察对外汉语教师和实习教师面向初级汉

语学习者的 22 位被试的自然引出语料，实验二考察面

向汉语母语者的 26 位被试的自然引出语料。 

2.3 数据收集和分析 

实验一中，我们收集到全部 22 位被试的叙述性语

料。实验二中，我们最终收集到 24 位被试的叙述性语

料。其中两位男性被试的叙述性语料由于大量使用专

有名词、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直接引语形式而被排

除。我们对得到的语料进行整理和标注，标注故事中

的两个主要角色“男孩”和“小狗”以及“男孩”和“小狗”

联合使用的指称形式。选择标注以上主要角色的原因

在于其他次要角色的提及次数都很少，并且基本都是

使用名词形式。而“青蛙”作为次主要角色更多的出现在

“青蛙，你在哪儿？”这样的直接引语中，非直接引语的

情况则绝大部分都使用名词形式，并不适合本研究的

考察。 

我们收集的指称形式中，4 个“男孩”和“小狗”联合

使用的指称形式“他和小狗”、“和小狗”形式因为同时包

含代词和名词形式；2 个复数形式“他们”因为指代不明，

被排除在外。最终总共得到和标注了 1671 个指称形式，

其中 934 个名词形式，462 个人称代词，275 个零形式，

如下表 1 所示。普通名词形式包括光杆名词短语、带

有形容词和领属格修饰语的专有名词以及名字。人称

代词主要是单数形式“他”、“它”和复数形式“他们”。零

形式指同一句子或者同一话语序列中和上文出现事物

相同，但是没有实在词语表现形式的指称形式；我们

这里的零形式主要包括句内零形回指和相邻句子的句

间零形回指。 

表 1 指称形式分布表 

总计 名词形式 人称代词 零形式 

1671 934 462 275 

我们对实验收集的语料分角色标注指称形式：“男

孩”有 703 个指称形式。“小狗”有 436 个指称形式。“男

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有 532 个指称形式。如下表 2 所

示。 

表 2 指称形式角色分布表 

总计 “男孩” “小狗” “男孩”和“小狗” 

1671 703 436 532 

首先，我们对实验一和实验二收集到的标注指称

类型和故事角色的数据使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考察组间差异。 

由于指称选用会受到话语策略、话语实体身份的

影响[29, 30]，尤其在之前小句中主语位置提及的话语

实体更容易代词化[31, 32]，这些可能会导致对听话人

语言能力效应的间接影响。所以为了对这种可能性进

行控制，我们接着考察话语实体的之前提及身份。 

对话语实体之前提及身份的标注遵循以下原则：

对“男孩”和“小狗”这两个角色在前一个分句中是否被

提及进行标注。“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时是否被提及

的身份则考虑不同情况进行标注。 

我们对实验收集的语料使用两层（之前是否提及）

和三层（之前是否在主语位置提及）标注两种策略。

两层标注策略标记指称实体在之前一个分句中是否有

提及，分为未提及的未知身份和已提及的已知身份。

其中“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时是否被提及的身份考

虑不同情况：前一分句提及“男孩”或者“小狗”，后一分

句“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时标注为未提及的未知身

份。前一分句提及“男孩”和“小狗”，后一分句“男孩”

和“小狗”联合使用时标注为已提及的已知身份。前一分

句“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后一分句提及“男孩”或者

“小狗”，标注为未提及的未知身份。 

三层标注策略标记指称实体在之前一个分句中的

提及状态，分为未提及的未知身份、在前一小句主语

位置提及的已知身份 1、在前一小句非主语位置提及的

已知身份 2。其中“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时是否被提

及的身份考虑不同情况：前一分句主语位置提及“男孩”

和“小狗”，后一分句“男孩”和“小狗”在主语位置联合使

用时标注为在主语位置提及的已知身份 1。前一分句非

主语位置提及“男孩”和“小狗”，后一分句“男孩”和“小

狗”联合使用时标注为在非主语位置提及的已知身份 2。

前一分句提及“男孩”和“小狗”但不是都在主语位置，后

一分句“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标注为未提及的未知

身份。前一分句“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后一分句提

及“男孩”或者“小狗”，不管是否在主语位置均标注为未

提及的未知身份。 

其他标注则包括听话人语言能力分组、故事角色

分类，为了考察句法位置是否有影响，我们还标注了

是否在主语位置。 

我们对以上两种标注策略的数据使用混合效应逻

辑回归模型来考察听话人语言能力所起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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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3.1 多元方差分析 

3.1.1 整体指称形式多元方差分析 

我们首先对收集和标注的语料进行多元方差分析，

考察面对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的对外汉语教师组

和汉语母语者组之间在指称形式的整体使用方面是否

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 

所有指称形式两组的整体使用分布如下： 

对外汉语教师组 1：453 个名词形式，210 个人称

代词，81 个零形式。 

汉语母语者 2 组：481 个名词形式，252 个人称代

词，194 个零形式。 

两组指称形式整体使用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1 两组指称形式分布图 I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面对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

语者的对外汉语教师组和汉语母语者组在指称形式的

整体使用方面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F = 14.294，P 

0.001）。零形式、人称代词、名词形式和故事角色这

四个具体变量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情况则不一致。其

中，人称代词零形式的使用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F = 

33.266，P 0.001）。人称代词的使用没有显著性组间

差异（F = 0.1606，P=0.6886）。名词形式的使用具有

显著性组间差异（F = 10.82，P 0.05）。故事角色（F 

= 9.4428，P 0.05）也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 

现代汉语中大量使用零形式，之前提到代词相对

于名词形式而言指称性不明确具有模糊性和更低的冗

余性，而零形式相对代词而言具有更多的模糊性和更

低的冗余性；所以零形式相对名词形式而言具有比人

称代词还要低的冗余性。并且以上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人称代词的使用并没有显著性组间差异，所以我

们将零形式和人称代词合并考虑，统称具有较低冗余

性的代词形式。 

再次统计所有指称形式两组的整体使用分布如下： 

对外汉语教师组 1：453 个名词形式，291 个代词

形式。 

汉语母语者 2：481 个名词形式，446 个代词形式。 

再次统计两组指称形式整体使用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2 两组指称分布形式分布图 II 

面对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的对外汉语教师组

和汉语母语者组在指称形式的整体使用方面具有显著

性组间差异（F = 12.146，P 0.001）。对外汉语教师

组和汉语母语者组在零形式和人称代词的代词形式使

用方面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F = 15.495，P 0.001）。

名词形式的使用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F = 10.6，P 

0.05）。 

3.1.2 主要角色“男孩”指称形式多元方差分析 

由于故事角色（F = 9.4428，P 0.05）也具有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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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差异，以下我们分不同故事角色进一步考察不

同故事角色的指称选用是否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 

主要角色“男孩”指称形式两组的使用分布如下： 

对外汉语教师组 1：206 个名词形式，84 个代词形

式。 

汉语母语者 2 组：215 个名词形式，198 个代词形

式。 

两组主要角色“男孩”指称形式使用分布如下图所

示： 

 

图 3 两组“男孩”指称形式分布图 

我们对主要角色“男孩”的指称形式进行多元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对外汉语教师组和汉语母语者组在

对主要角色“男孩”指称形式的整体使用方面具有显著

性的组间差异（F = 16.783，P 0.001）。代词形式和

名词形式具体变量的组间显著性差异情况如下：代词

形式的使用具有显著性的组间差异（F = 25.763，P 

0.001）。名词形式的使用具有显著性的组间差异（F = 

25.763，P 0.001）。 

3.1.3 主要角色“小狗”指称形式多元方差分析 

主要角色“小狗”指称形式两组的使用分布如下： 

对外汉语教师组 1：180 个名词形式，6 个代词形

式。 

汉语母语者 2 组：215 个名词形式，35 个代词形

式。 

两组主要角色“小狗”指称形式使用分布如下图所

示： 

 

图 4 两组“小狗”指称形式分布图 

对主要角色“小狗”的指称形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对外汉语教师组和汉语母语者组在对主要

角色“小狗”指称形式的整体使用方面具有显著性的组

间差异（F = 7.5216，P 0.001）。代词形式和名词形

式具体变量的组间显著性差异情况如下：代词形式的

使用具有显著性的组间差异（F = 14.159，P 0.001）。

名词形式的使用具有显著性的组间差异（F = 14.964，

P 0.001）。 

3.1.4 “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指称形式多元方

差分析 

“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的指称形式两组的使用

分布如下： 

对外汉语教师组 1：67 个名词形式，201 个代词形

式。 

汉语母语者组2：51个名词形式，213个代词形式。 

两组“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的指称形式使用分

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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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组“男孩”和“小狗”指称形式分布图 

对“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的指称形式进行多元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外汉语教师组和汉语母语者

组在对“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的整体使用方面不具

有显著性组间差异（F = 1.245，P=0.2895）。代词形式

和名词形式具体变量的组间显著性差异情况如下：代

词形式的使用不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F = 2.4897，P= 

0.1152）。名词形式的使用不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F = 

2.4897，P= 0.1152）。 

3.1.5 小结 

总体而言，听话人为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对外汉语

教师组和听话人为汉语母语者的汉语母语者组在指称

选用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对外汉语教师组相对汉语

母语者组更少使用冗余性低的零形式和人称代词的代

词形式，更多使用冗余性高的名词形式。并且两组的

指称选用具有故事角色差异：“男孩”、“小狗”的指称形

式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对外汉语教师组相对汉语母

语者组更少使用冗余性低的零形式和人称代词的代词

形式，更多使用冗余性高的名词形式；而“男孩”比“小

狗”更容易代词化，两组中“小狗”代词化的可能性都很

低。“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的指称形式方面不具有显

著性差异，但是相比于“男孩”和“小狗”独立使用，联合

使用时代词化比名词形式反而更多见。 

3.2 混合效应逻辑回归分析 

我们接着对收集和标注的语料使用两层（之前是

否提及）和三层（之前是否在主语位置提及）标注两

种策略，使用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来考察听话人语

言能力所起的效应。 

3.2.1 模型一 

两层标记策略下，第一个模型将指称类型作为因

变量，听话人语言能力分组、之前提及、主语位置、

之前提及和故事角色的交互作为固定效应，模型包括

参与者随机截距。分析显示代词使用的显著效应，参

与者在听话人语言能力高的情况下使用更多代词，意

味着说话人在听话人语言能力高时会使用更少的冗余

性指称（ = -0.9236，SE = 0.1676, P  0.001）。之前

没有提及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用形式较长的名词形式

（ = -5.6001，SE = 0.4373, P  0.001）。在主语位置

上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用代词形式（ = -1.5974，SE = 

0.2231, P  0.001）。 

表 3 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 1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Intercept) 6.9390 0.4552 15.245 <2e-16*** 

Group -0.9236 0.1676 -5.511 3.57e-08*** 

Character -1.4883 0.1555 -9.568 <2e-16*** 

Given -5.6001 0.4373 -12.807 <2e-16*** 

Subject -1.5974 0.2231 -7.160 8.04e-13*** 

Character*Given 1.0557 0.1872 5.639 1.71e-08*** 

 

故事角色也有相应效应，故事角色“小狗”相对于

“男孩”更可能使用形式较长的名词形式：“男孩”（ = 

0.996，SE = 0.227, P  0.001），“男孩”和之前提及有

交互（ = -0.896，SE = 0.298, P  0.01）。“小狗”（ = 

2.67，SE = 0.233, P  0.001），“小狗”和之前提及无交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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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时复数的话语实体更可

能使用代词形式（ = -3.091，SE = 0.248, P  0.001）。

“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时和之前提及有交互（ = 

1.486，SE = 0.335, P  0.001） 

此外，故事角色和之前提及状态有交互，语言能

力和之前提及状态没有交互。 

3.2.2 模型二 

第二个模型则考察三层标记策略下的相关效应，

将指称类型作为因变量，听话人语言能力分组、故事

角色、之前提及、主语位置、故事角色和之前提及交

互以及听话人语言能力和之前提及交互作为固定效应，

模型同样包含参与者的随机截距。分析同样显示代词

使用效应，参与者在听话人语言能力高的情况下使用

更多代词，意味着说话人在听话人语言能力高时会使

用更少的冗余性指称（ = -0.3904，SE = 0.1838, P  

0.05）。之前没有提及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用形式较长

的名词形式（ = -4.5505，SE = 0.3980, P  0.001）。

在主语位置上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用代词形式（ = 

-1.8125，SE = 0.2187, P  0.001）。 

表 4 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 2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Intercept) 6.5223 0.3959 16.475 <2e-16*** 

Group -0.3904 0.1838 -2.123 0.0337* 

Character -1.6536 0.1242 -13.312 <2e-16*** 

Mention -4.5505 0.3980 -11.433 <2e-16*** 

Subject -1.8125 0.2178 -8.321 <2e-16*** 

Character*Mention 1.2479 0.1555 8.027 9.99e-16*** 

Group*Mention -0.6126 0.2500 -2.450 0.0143* 

 

故事角色也具有相应效应，故事角色“小狗”相对于

“男孩”更可能使用形式较长的名词形式：“男孩”（ = 

1.439，SE = 0.186, P  0.001），“男孩”和之前提及的

交互（ = -1.416，SE = 0.253, P  0.001）。“小狗”（ 

= 2.88，SE = 0.342, P  0.001），“小狗”和之前提及无

交互。 

“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时复数的话语实体更可

能使用代词形式（ = -3.21，SE = 0.198, P  0.001）。

男孩和小狗和之前提及的交互（ = 1.65，SE = 0.284, P 

 0.001）。 

此外，故事角色和之前提及有交互，听话人语言

能力分组和之前提及有交互。之前提及对于主语位置

的指称选用有效应：之前提及为主语（ = -6.58，SE = 

0.464, P  0.001），故事角色和之前提及为主语的交互

（ = 1.55，SE = 0.197, P  0.001），之前提及为非主

语（ = -4.996，SE = 0.799, P  0.001），故事角色和

之前提及为主语的交互（ = 1.73，SE = 0.337, P  0.001） 

4 讨论 

4.1 指称选用中听话人的作用 

本研究基于交际有效性假说和之前的相关研究，

考察汉语中说话人面对语言学习者时指称选用的情况。

之前的一些研究发现，面对语言学习者，说话人会调

整他们的说话方式[11, 13, 15, 33]，而面对语言学习者，

说话人是否会调整语言冗余性的研究还比较少。指称

选用因其对交际有效性的敏感性，是一个可以用来考

察语言冗余性的合适案例：代词相对于名词形式来说，

更多用来指称信息可预测性更强的话语实体[21]。有关

说话人面对语言学习者时指称选用的研究不多，但是

研究结果基本支持说话人面对语言学习者时倾向于增

加冗余性，使用更多名词形式和更少代词形式这一结

论[11, 22]。 

前文谈到说话人的指称选用是否会受到听话人影

响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一些研究认为指称选择会被听

话人的知识影响，当可预测性不强[21]，或者听话人缺

乏相关信息时[34]，说话人会使用更多冗余性指称形式。

其他一些相关研究也证明说话人在面对语言能力不高

的听话人时会被听话人语言能力影响，更多使用冗余

性高的名词指称形式[11, 22]。相反的研究结果则认为，

说话人的指称选择不会被听话人的知识所影响，一些

研究认为说话人的代词产出不受听话人影响，例如前

文提及的 Arnold & Griffin (2007) [26] 认为代词产出主

要对说话人压力敏感；以及 Fukumura & Van Gompel 

(2012) [27] 认为指称选择依赖于说话人自己的知识而

不是听话人的知识。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说话人的指称选择不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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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的知识相关，也会受到听话人知识的影响。根

据 Bard & Aylett (2004) [34] 的研究，说话人很难一直

追踪听话人的所有信息，说话人的指称选择也就很难

随着听话人知识的变化而调整。因此，听话人突显的

特征才会明显影响说话人的指称选择。我们认为之前

的很多显示听话人知识不影响说话人指称选用的研究，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选择考察的不是听话人的突显特

征。而听话人的语言能力属于比较明显的突显特征，

应该会影响说话人的指称选择，Tal et al. (2023) [22] 的

研究就是以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为考察特征，我们的研

究同样也以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为考察特征，其结果为

指称选用中听话人的作用提供了一项证据。本研究中

的听话人选择了汉语母语者和初级汉语学习者，相比

较之前的研究，将听话人的语言能力进行了很好的界

定，有利于更清楚地考察交际有效性效应。 

4.2 实验结果讨论 

首先，多元方差分析显示，面对汉语学习者和汉

语母语者的对外汉语教师组和汉语母语者组之间在指

称形式的整体使用方面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对外汉

语教师组相对汉语母语者组更少使用冗余性低的零形

式和人称代词的代词形式，更多使用冗余性高的名词

形式。这和交际有效性假说的预测及之前相关研究[11, 

22]结论一致，说话人在面对语言能力不高的听话人时

会增加冗余性，更多使用冗余性高的名词指称形式。

此外，两组的指称选用具有故事角色差异：“男孩”、“小

狗”的指称形式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对外汉语教师组

相对汉语母语者组更少使用冗余性低的代词形式，更

多使用冗余性高的名词形式；因而对于主要角色指称

的选用也和交际有效性假说的预测一致。而“男孩”比

“小狗”更容易代词化，可能的原因在于“男孩”作为人类

而言，具有比“小狗”更高的突显性和可预测性。而“男

孩”和“小狗”联合使用的指称形式方面两组不具有显著

性差异，这意味着两组对联合使用形式的指称选用并

没有遵循交际有效性假说。但是相比于“男孩”和“小狗”

独立使用，联合使用时更容易代词化，我们认为这是

联合使用时和交际有效性假说预测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所在。由于联合使用时“男孩”和“小狗”作为一个整体在

整个故事中可预测最性更强最容易代词化，这时无论

听话人语言能力如何，说话人都倾向于产出代词形式。

听话人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也就出现了和交际有效性假说预测不一致的情况。事

实上，我们认为这一表现其实反而佐证了交际有效性

假说。因为除了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之外，说话人还会

同时关注听话人各方面的语言知识。当话语实体对于

听话人来说可预测性极高时，即使听话人语言能力较

低，说话人也认为听话人能够轻易识别从而产出冗余

性低的代词形式。 

多元方差分析之后，接着在使用两层（之前是否

提及）和三层（之前是否在主语位置提及）标注两种

策略的基础上，使用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来考察听

话人语言能力所起的效应。两层标注策略下，第一个

模型分析显示代词使用的显著效应，参与者在听话人

语言能力高的情况下使用更多代词，意味着说话人在

听话人语言能力高时会使用更少的冗余性指称，之前

没有提及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用形式较长的名词形式。

在主语位置上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用代词形式。故事

角色也有相应效应，故事角色“小狗”相对于“男孩”更可

能使用形式较长的名词形式，“男孩”和“小狗”联合使用

时复数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用代词形式。此外，故事

角色和之前提及状态有交互。第二个模型分析同样显

示代词使用效应，参与者在听话人语言能力高的情况

下使用更多代词。之前没有提及的话语实体更可能使

用形式较长的名词形式。在主语位置上的话语实体更

可能使用代词形式。故事角色也具有同样的相应效应。

此外，故事角色和之前提及状态和有交互，听话人语

言能力分组和之前提及状态有交互。这两个模型分析

结果都显示具有代词使用效应、之前提及效应、主语

位置效应、故事角色效应。 

这两个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

型分析均显示显著性代词效应，而这一代词效应方面

的结果和交际有效性假说的预测一致：随着听话人语

言能力的提高，说话人使用更多名词形式、名字等冗

余性指称形式。这和之前面对语言学习者的研究结果

相同[11, 22]，可以证明交际有效性假说的正确性。而

这一效应是在使用两种标注的方式控制之前提及对于

指称选择影响的状况下出现的，这意味着说话人对听

话人语言能力具有敏感性，面向语言学习者会有意识

增加产出的冗余性；也就是说听话人语言能力和说话

人代词选用的冗余性之间具有直接关联，这同样也和

Tal et al. (2023) [22] 的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多元方差分析和混合效应逻

辑回归分析都支持说话人会根据听话人的语言能力调

整话语的冗余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说话人面

对语言能力低的听话人倾向于更多使用冗余性的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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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并不是话语调整的结果，而是基于交际有效性的

内在需求。 

5 结论 

本研究在交际有效性假说的框架之下考察和对比

听话人为初级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时说话人的指

称选用策略。通过两个实验收集语料数据，首先使用

多元方差分析考察听话人为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对外汉

语教师组和听话人为初级汉语母语者的汉语母语者组

在指称选用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接着使用混合效应

逻辑回归模型来考察说话人面对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

语者时指称选用策略的冗余性程度，从而验证交际有

效性假说。通过两个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模型的分析，

我们认为说话人面对语言能力低的听话人倾向于更多

使用冗余性的指称形式并不是话语调整结果，而是基

于交际有效性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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